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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如何重新認識和評估農村集體經濟的性

質及其前景，特別是其對於鄉村振興的意義尤為迫切。農村集體經濟在中國

無疑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經濟社會系統。相對於傳統的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而

言，其既不具有國有經濟的全民所有和政府控制的所有權普遍性屬性，也不

具有民營經濟的產權主體明晰的私有或混合屬性。相對而言，農村集體經濟

資源要素（特別是土地以及相關資源）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共同所有和控

制的屬性，決定了其具有地理空間和人際關係的封閉結構特徵，而正是這種

類似於「熟人社會」的特殊性、資源財產權的集體所有和控制經營的模糊性特

徵，造成了獨特的共同體觀念，以及看似矛盾而頗具辨證意義的結構主義風

格1。村莊共同體內在的各種構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間的關係法則與變動性，

顯然值得特別關注和研究2。

有關農村集體經濟內部共同體要素之間的關係規則，大體上涉及到性

質、功能、組織形態、治理機制、發展策略以及未來趨勢的判斷等諸多方面。 

其中，農村集體經濟的性質與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和塑造其組織的治理

機制特徵與發展策略乃至未來趨勢，同時獨特的組織性質無疑也是造成人們

對於農村集體經濟相關的認識誤區或認識分歧的內在根源。

長期以來，人們對於農村集體經濟及其組織的上述核心問題或面向一直

存在認識上的誤區或分歧。按照2025年5月實施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

一章第二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指「以土地集體所有為基礎，依法代表成員

集體行使所有權，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的區域

性經濟組織」3。顯然，對於農村集體經濟的這些誤解和分歧與農村集體經濟

組織的系統結構內在的關係複雜性和辨證特徵是分不開的，很多時候當人們

鄉村振興戰略下農村集體
經濟的前景

＊	基金項目：2020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新時代鄉村振興戰

略與『三農』問題研究」（項目批准號：20JZD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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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關注或偏執於某種辨證關係的某一端時，誤解或分歧就會顯而易見地發

生。當然，有些是學術界的分歧，有些是社會公眾觀念中的誤解，有些則是

政府或村莊的實踐中的策略誤判，雖然涉及到的主體會存在一些差異，但仍

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為此，我們有必要對這些重要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相

關的辨證關係進行系統的梳理和解剖，以矯正流行的相關認識誤區或偏見。

這不僅有助於加深理解剛剛實施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作用或意義， 

而且對於理解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集體經濟發展的未來前景及挑戰也具有重

要的啟示。

一　農村集體經濟的性質、功能、組織形態認識誤區

（一）農村集體經濟的性質

認識誤區1：認為農村集體經濟人人都有份，但似乎人人都無關，農村集

體經濟組織無論有多少成員以及有多少資源和資產，都是公共的、「無主的」

或「公家」／政府的。

這種似是而非的公眾觀點不僅反映了有些人對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身份特徵及其意識不明確，對於農村集體經濟資源和資產的數量、價值及其

所有者缺乏認識甚至一無所知，而且對於農村集體資產的集體屬性和公共屬

性也存在認識模糊性。這一點體現在地方政府投資鄉村的許多示範項目所形成

的經營性資產及其收益權，會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屬於村集體所有或所享有的 

（即政府給的也就是村集體的）。同時，這種集體產權模糊性還體現在有的村

莊債務即便是對銀行或民間債務，也能通過某種巧妙的機制如借政府的資金

歸還對銀行債務、策略性地以政府債務減免等方式「賴掉」。可見，農村集體經

濟資產或債務的確有時似乎會與政府的公共資產或債務混為一談。很顯然， 

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擁有的資源範圍和邊界並非完全清晰，同時，村集體經濟

組織成員資格以及土地承包權資格從長期來看也是不斷變化且不穩定的。於

是，一個基本的問題是：作為農村土地等資源要素所有者的村集體經濟組織， 

其資源和資產（收益權）是否應該清查核算並折股量化到人或戶呢？當然，撇

開村集體經濟資源和資產的量化問題，單就其所有者主體是村民集體、但事實

上卻由農戶家庭的戶主代為行權而言，隨着家庭內部成員規模以及人員身份

或職業變化，勢必會引發新的代際或家庭成員之間的權益衝突問題，且這種

戶內利益和觀念分歧還會隨着鄉土習俗而形成慣性和固化趨勢4。作為村集

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農戶，其身份的無償性5、封閉性以及唯一性，對於成員

權與農戶對集體經濟資源和資產所擁有的財產權之間的關係會產生影響6。

畢竟在農戶家庭內部，不同的家庭成員本身並不完全可以確定從農戶成員權

和財產權之中獲得甚麼樣的權利—義務，還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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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珠三角地區，土地股份合作制設計者隱含了一個潛在的認識論上的

假設，即農村集體經濟所有者是所有個體在數量上的簡單加總，而不是模糊

的虛擬集體的總體，認為集體經濟就應該股權量化到人或戶。於是，在這一

思路指引下，村集體經濟資源和資產量化及折股就成為非常普遍的共識和做

法7。不過，在其他很多地方，村集體成員和村幹部會理解為村集體農業經

營土地以及農民宅基地都是集體所有的，其面積也大概是清楚的。但是，一

般情形下，村集體經濟組織到底有多少其他類型的集體資源和資產，如建設

用地、林地、池塘和溝渠道路，荒灘荒地、未承包出去的山地或林地，以及

原有社隊企業解體或鄉村小學廢棄後留下的資產、商標和不動產面積及其潛

在價值8，不僅村民不清楚，即便是村幹部有時候也不是很清楚。

關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資源和資產明晰化或股權量化問題，2016年〈中

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穩定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要求將集體經營

性資產以股份或份額形式量化到村集體成員，作為其成員獲得收益分配權利

的依據9。但是，全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做到股權量化的比例並不高，這一

點其實也不難理解，因為涉及到這些集體經濟資源和資產的價值是否高到值

得村集體組織付出一定的代價或成本進行清查核算。如果其資源和資產本身

缺乏市場價值，則村集體進行清查核算和量化到人也不會產生實質性的激勵

作用或動力，甚至得不償失。相反，如果資源和資產的價值在清資核算明晰

化之後有助於資產經營運作或保值增值，且收益顯著高於清資核算的成本，

則村集體經濟資源和資產明晰化與量化就是值得的。可見，村集體經濟資源

和資產並不是愈清晰愈好，也不是愈模糊愈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對此

也只是做了傾向原則性的規定，這需要因地制宜地確定其集體經濟資源和資

產的明晰化程度。

（二）農村集體經濟的功能

認識誤區2：片面地追求農村集體經濟的收入分配功能，而忽視鄉村經濟

發展潛力、社區公共服務功能，以及針對弱勢群體的福利功能。

理論上來說，對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而言，其村集體收入可以有四種基

本的再分配功能或目標：其一是福利功能，即為弱勢村民包括老人和兒童以

及患重病者等提供特殊福利待遇；其二是資源配置性發展功能，即投資於經

營性資產以謀求未來資產收益增值的發展目標；其三是村莊公共服務或公共

物品提供功能，即為村莊提供道路、橋樑以及環境和社區安全等，這一點有

時也會被認為具有再分配功能bk；其四是收入分配功能，即為村民提供分紅

等直接增加村民貨幣化收益的目標。但是，對於一個村莊而言，在獲得了一

定的村集體經濟收入盈餘之後，應該追求何種目標優先的功能定位呢？這一

點在不同的地區存在一定的差異，從珠三角地區和長三角地區（如浙江、江蘇

和上海等）部分公開的數據資料可以發現一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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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在實行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珠三角地區，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對

於農民的直接分配或分紅動機明顯超過長三角地區的農村。如從實地調研大

體上可以掌握的信息來看，珠三角地區的深圳和廣州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

收入分配水平最高，相關區縣2023年分紅人均最高可以達到8萬和接近4萬元

（人民幣，下同）；東莞和佛山的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收入分配水平次之，也有

5,000至1萬元。其他地方如北京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收入分配水平約為4,000至

5,000元，浙江的寧波和上海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入分配水平則約為1,000至

2,000元，至於江蘇的蘇州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收入分配水平約為800元。可

見，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情形下，這種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入分配的差

異，在一定程度上或許由珠三角地區獨特的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生產—激

勵特徵所影響和決定bl。

長三角地區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分紅動機不足，其收入主要用於村公共物

品的提供和特殊人群的福利支出以及再投資，這類支出模式無疑會增加弱

勢村民對於村幹部的感激以及公共物品提供者對於村幹部的利益依賴（畢竟

村幹部對於選擇福利受益對象和公共服務提供方具有決策權），從而在無形

之中增強村幹部對於此類福利和服務資源供給的控制力甚至提供了交易尋

租的空間。而村集體收入一旦完全分配給村民，村民依據其所持股份獲得報

酬，往往會感覺這是其應得的財產權，並不會對村幹部有任何感激之情。一

旦分紅水平降低，甚至還會造成村民對於村幹部經營能力的懷疑和不滿。很

長時間以來，珠三角一些發達地區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會傾向於將可支配收

入全部或盡最大比例分紅給村民，以取悅村民，不過，這也會造成村集體公

共服務和福利提供不足，不利於長期可持續發展。為此，以南海為代表的一

些珠三角地區地方政府開始出台政策，限制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收入分紅比

例。如南海區農業農村局副局長關鈞宜亮出目標：「2023年，全區2,271個農

村集體經濟組織提留資金近60億元，『分光吃光』現象得到扭轉。爭取2024年

度集體經濟組織基本落實『分六留四』，2025年度集體經濟組織全部落實『分六

留四』。」bm

可見，農村集體經濟的福利功能、資源配置性發展功能、公共物品提供

功能以及收入分配功能等，需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它們之間尋求平衡，而

不是簡單地以追求其中一個功能作為最優目標。儘管每一個功能目標都有其

正當性的基礎，如福利功能滿足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法則，資源配置性

發展功能滿足社會總福利最大化的功利主義原則，公共物品提供功能和收入

分配功能滿足平等正義原則，但是村集體經濟組織要在以上這些功能之間求

取較高程度的平衡並非易事。在實際的調研中，我們確實發現了能在不同功

能之間取得較好平衡的村莊案例，如蘇州盛澤鎮某村莊在過去十多年以來一

直將村集體經濟收入中的三分之一用於村民的福祉，三分之一用於儲蓄（累計

儲蓄高達2.6億元），另外三分之一用於相關物業資產的再投資，該村莊幾乎

同時兼顧了羅爾斯的極大最小原則（Maximin Rule）、功利主義原則以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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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和分配標準）平等主義原則等bn。不過，更普遍的情況是許多村莊即便獲

得了一定的集體經濟可支配收入，也難以在不同的功能性目標之間做到最佳

的平衡，而是更多地傾向於滿足村集體經濟組織運行以及村莊環境衞生等社

區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供給需要，或者說優先滿足特殊村民如老年人或患重

病村民的福利支出，而對於滿足村民的普遍性分紅或收入分配的需要則會相

對較弱。當然，這一點在珠三角地區和長三角地區呈現出顯著的差異，前者

更加突出收入分配功能，而後者則相對忽視收入分配功能。

（三）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形態

認識誤區3：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就是「村委會」或「村集體」，將兩者

混為一談，甚至還會將之與農民專業合作社混淆。

事實上，許多地方長期以來並沒有實質性地設立專門的農村集體經濟組

織，村集體經濟組織是虛設的，其發包農民農業經營承包地等村集體經濟組

織功能是由村級自治組織如村民委員會（村委會）或村民小組代為履行的。截

至目前，全國大約有60%行政村的村委會與村集體經濟組織處於合一狀態，

而且即使是已經設立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村莊，客觀上多數也是「一套班子兩個

機構／兩塊牌子」bo。也正是因為許多地方的村集體經濟組織缺乏實體機構和

工作人員，而村民在涉及到村集體經濟事務時直接打交道的對象只能是村委

會、村黨組織或村民小組，於是在客觀上造成了村民實際上會將村集體經濟

組織和村委會、村民小組甚至村黨組織混淆起來。

應該說，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的所有者主體，農民集體本身並不是一個具

體化的實體或法人，通常是由村莊全體村民會議表決來實現其訴求和意志

筆者（右二）調研時的情況（圖片由趙德余提供）

c210-202505004.indd   35c210-202505004.indd   35 7/8/2025   下午12:277/8/2025   下午12:27



36	 二十一世紀評論

的。無論是否存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委會和村黨組織無疑會時常在客觀

上代行農民集體的意志訴求，或者說尊重和執行村民代表大會的表決意見。

不過，村委會和村黨組織對於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資源和資產處置及控制權存

在一定的限度，如其可以代表農民集體直接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經營性

資產、非經營性資產、「四荒地」（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但卻無法對

承包地和宅基地行使上述職能bp。

可見，釐清農村集體經濟各類主體之間的區別和關係至關重要。農村集

體經濟組織並不能等同於農村集體經濟，而只能是後者的一個重要的主體。

事實上，隨着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開始更加重視依

託市場化機制的運作，於是，各種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態也應運而生，

如引入民營資本、國有資本乃至外國資本開展集體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

間服務、資產參股等多元化經營策略，組建專業合作社甚至企業以及村企合

作等各種形式，以最大化激活農村集體經濟資源和資產價值bq。不過，無論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如何發展壯大以及其組織形態如何呈現多樣混合的特徵，

其仍然需要在村黨組織和村委會引領下發揮樞紐或平台的功能，以盡可能地

綜合善用政府的規劃引導、村莊的資源稟賦，以及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這

一點已經逐漸成為政策和社會的共識，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五、六條

對此類組織之間關係，包括出資設立或者參與設立公司、農民專業合作社等

市場主體作出了較為明確的規定和澄清。儘管如此，在實際操作中，各個地

方對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設立公司仍然存在各種顧慮或風險擔憂，如一些地

方的強村公司剛剛成立不到兩年就因為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幹部擔任強村公

司的董事長或董事而被監察機構視為存在「廉政」風險，於是就會面臨被強制

關閉註銷的危機br。

二　農村集體經濟的治理機制、發展策略 
和未來趨勢的認識分歧

（一）農村集體經濟的治理機制

認識分歧1：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治理或經營管理行為的技術規範愈

細緻、愈統一越好；或者反過來認為應該給予村幹部更多的信任，盡量減少

干預，發揮村幹部的自主性和能動性。

既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絕大多數情形下受村委會代管或控制，那麼如何

規範和引導村幹部對於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和管理行為就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治理政策問題。不過，這裏存在兩種明顯極端化的認識分歧。一種觀點認

為對村幹部每一個細微的決策行為都要納入監控和審批之中，但是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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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村幹部會由此失去對村集體經濟經營治理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另一種相

反的觀點則主張給予村幹部更多的信任和經營村集體經濟的自主能動性，不

過其擔憂在於村幹部可能會出現亂作為甚至挪用資產或貪污尋租的行為。如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國家監察委員會通報2023年的「反腐成績單」中，被立

案的現任或原任村支書、村委會主任6.1萬人，而2024年為10.4萬人，增加

4.3萬人，增幅較大bs。過去兩年被立案的村委會主任或村支書人數佔全國的

行政村總數近33%，這一比例無疑是非常驚人的。

很顯然，上述治理政策的原則和意圖是非常明確的，即既要嚴格控制和

約束村幹部的尋租行為空間，也要激勵村幹部經營農村集體經濟的主觀能動

性或動力。一方面，村委會主任和村支書一肩挑在很大程度上會提高他們的

權力集中度，增強其鄉村治理和鄉村運營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

圍繞農村集體「三資」（資金、資產、資源）合同管理、工程項目管理、財務會

計管理，以及「小微權力」（基層黨組織、村委會等在日常治理中行使的分散性

權力，如項目管理、資金分配、資源配置等，權力雖小卻關乎群眾的切身利

益）清單和村務公開等具體的制度規則，縮小村幹部的決策行為權限或操作空

間，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十條對此做了較為嚴格的規定。不過，隨着

村幹部的決策權限和自主空間的不斷縮小，其主動創新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治

理機制和產業發展模式的動力也會趨於弱化，在激勵和規範之間如何尋求最

佳平衡點無疑是非常困難的。

（二）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策略

認識分歧2：認為農村集體經濟應該走「農文旅」（農業＋文化＋旅遊）或

「三產」（農業生產＋農產品加工業＋農產品市場服務業）融合發展之路；或者

因各種新策略新模式層出不窮和應接不暇造成的盲目照搬或「迷信」，如物業

經濟出租或入股策略、自主經營還是引入第三方職業經理人策略等。

從全國整體層面來說，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水平當前仍然較為薄弱。據農

業農村部統計，2018至2023年，無經營收益的村從19.5萬個減少至11.3萬

個，佔納入統計村的比重從35.8%降至20.6%；有經營收益的村中，10萬元以

下的村從23.5萬個減少至18.1萬個，佔比從43.1%降至32.9%bt。可見，超過

一半的村莊沒有經營性收入或者經營性收入非常低（10萬元以下）。如何促進

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和壯大顯然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任務之一。

應該說，農村集體經濟無論是經營策略模式還是特色主導產業的選擇都

需要因地制宜，而最為忌諱盲目「迷信」和照搬。從產業類型來看，可以分為

農業規模經營、工業帶動、生產生活服務、三產融合等模式ck。具體而言，

究竟是專業化推廣某一種特色產品，還是多元化經營多種產業（包括不同產業

融合發展），顯然無法一概而論。雖然政策層面是鼓勵各地因地制宜發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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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和產業融合發展，但並不意味着每個地方都具備農文旅或三產融合發展

的條件，盲目照搬和同質化競爭很容易會造成鄉村產業開發損失或失敗。

同樣，在經營策略方面，社會科學研究需要重點關注哪些鄉村產業運用

何種經營策略，以及識別其得以成功的有效條件等。有關鄉村產業經營策略

和模式的案例研究也逐漸增加起來，有助於加深我們對農村集體經濟經營這

個關鍵問題的開放性和辯證性理解cl。正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四十一

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探索通過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間服務、經

營性財產參股等多樣化途徑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但這也同樣不意味着每

個村莊都可以實行物業廠房出租、經營性財產入股，甚至引入獨立的第三方

主理人或職業經理人參與運作，具體採用哪一種策略顯然需要結合當地村莊

的資源稟賦和社會資本介入的意願或能力而定。

（三）農村集體經濟的未來趨勢

認識分歧3：認為農村集體經濟注定會失敗的盲目悲觀，或者一定會成功

的盲目樂觀。

我們可以從農村集體經濟的未來發展以及其與鄉村振興的關係這兩個 

角度加以討論。首先是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未來趨勢。過去關於「蘇南模式」

和「溫州模式」cm的爭論中所隱含的農村集體經濟經營效率低下或產權模糊難

題，還會繼續存在並產生影響嗎cn？在二十世紀90年代蘇南集體經濟蓬勃發

展的時期，學術界和公眾很快發現了集體企業缺乏效率的增長乏力問題，而

之後的蘇南集體企業改制使得大部分集體企業轉型為民營企業，其後這些 

私人企業爆發出驚人的高速增長和效率特徵。如今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背

景下，許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努力復活，以重新盤活農村集體土地和物業資

產，那麼我們還會重新回到對於集體經濟的經營效率是否具有可持續性難題

的討論嗎？當下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未來還會重新面臨產權制度改革或走上民

營化的道路嗎？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主要包含樂觀的支持態度及悲觀的抵制

或批判性觀點，具體而言，如圖1對待農村集體經濟的價值偏好光譜所示，大

體上存在五種類型的趨勢性判別模式，即極端樂觀主義、溫和樂觀主義、中

間派、溫和悲觀主義、極端悲觀主義。對於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各種未來趨

勢的判斷，究竟哪一種更為科學合理，我們暫且不給出結論性的預設，但可

以甄別一下這些不同判斷的內在依據存在何種差異。

圖1　對待農村集體經濟的價值偏好光譜

左 右

  極端樂觀主義
(純粹公有制論）

溫和樂觀主義 中間派 溫和悲觀主義 極端悲觀主義
  (私有化論）

圖片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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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極端樂觀主義者的觀點來看，以蘇南模式和珠三角土地股份合作制為

特徵的農村集體經濟並不局限於這些局部的地區和特殊時期，而是具有更加

普遍的適用性和經濟持久活力的意義。這種觀點不僅從道德或正義論上堅持

農村集體經濟對於平等和村民權利的維護價值，而且也從實踐經驗的角度認

可農村集體經濟是可以兼顧效率的優良的制度形態。從制度優勢論出發，樂

觀主義者極力主張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的進程，試圖在全國更加普遍

地確定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地位和創造有利於集體經濟發展的經濟社會環

境。例如在實踐中，最近幾年全國農村年輕的村幹部愈來愈多，給農村集體

經濟運作注入了活力。從實地調研訪談中，可以了解到在安徽裕安區鄉村存

在村幹部直播帶貨的情景，有的村幹部甚至利用中午工作休閒的時間在抖音

平台上直播本村的土特產品，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力co。

從極端悲觀主義者的視角來看，以蘇南模式和珠三角土地股份合作制為

特徵的農村集體經濟具有高度的局限性。其成功局限於這些發達地區局部地

方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特殊時期對於周邊村莊的溢出效益，而且無論 

從其成功的程度還是對於其他地方的示範意義而言都是非常有限的。這些悲

觀主義者恰恰認為蘇南集體企業和珠三角土地股份合作制是低效率的，其 

經濟收入增長的來源，僅僅是因為其所處的特殊地理區位環境導致農村集體

經濟組織所控制的土地要素因稀缺性增強而使租金不斷上漲所造成，並非是

由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優勢所創造出來的價值。在悲觀主義者看來，村集

體經濟組織的成功不僅取決於租金價值上升的意外機會，而且還高度依賴於

村集體經濟組織領導人的企業家才能和集體主義精神的維繫，這一點在市場

環境中是非常困難或可遇不可求的cp。即便從公平性和道德的立場來看，悲

觀主義者仍然堅持認為這些發達地區的農村集體資產價值容易催生各種尋 

租和腐敗行為，如集體經濟容易蛻變為幹部經濟或公權不當干預私權，甚至

零和博弈cq，而給村民帶來普遍的福利和收入增長的潛力有限。至於發達地

區集體經濟對於其他欠發達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示範效益，悲觀主義者對

於集體經濟組織本身抱有極低的期望，認為除非這些農村地區的土地租金

及土地附屬物（如廠房、宅基地、農宅）的價值增長，否則僅僅依靠集體經

濟組織制度本身，無法推動和實現這些農村地區的經濟增長和農民收入的

提高。

其次是農村集體經濟與鄉村振興的關係。極端樂觀主義者和極端悲觀主

義者給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樂觀主義者不僅相信農村集體經濟所具有的內

在的制度優勢，還認為這必然是鄉村產業振興的主導力量。對於樂觀主義者

而言，鄉村振興除了發展集體經濟之外沒有其他備選方案，而且發達地區的

集體經濟發展模式也一樣適用於欠發達地區或中西部地區。隨着地區經濟 

發展的梯度轉移和東西協作戰略的不斷推進，全國任何地方都應該大張旗鼓

地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為此甚至還需要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對於農村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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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組織和村委會以及農村信用合作機構的「三位一體」的領導力。他們認為

發達地區農村集體經濟的活力和成功源於村幹部和基層黨組織強有力的集體

領導，只要發揮正確領導，就可以確保村集體經濟組織在鄉村產業振興及

「和美鄉村」建設方面的巨大進步 cr。當然，也不能認為所有的樂觀主義者都

是支持村集體經濟組織需要有黨組織的強有力領導作為必要充分條件的， 

也有相對溫和的樂觀主義者認為，村集體經濟組織自身所具有的制度優勢 

並不一定以黨組織的強有力領導作為前提條件，而是依賴村幹部的專業主

義、企業家才能和經濟市場環境，就能同步實現鄉村產業振興和集體經濟 

發展的目標。

悲觀主義者對於農村集體經濟的看法大體上也可以區分為極端悲觀主義

者和溫和悲觀主義者。其中，極端悲觀主義者對於任何農村集體經濟都是持

極端排斥和批判的立場，認為任何集體經濟所包括的資源和資產集體所有

權，其具有的模糊性和衍生的搭便車行為反映了對於經營者缺乏有效的監督

和激勵機制，高昂的交易費用會降低集體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不可能帶來

農村的繁榮和進步。他們認為鄉村振興的關鍵是包括土地資源要素在內的產

權制度的明晰化甚至私有化（圖1）。相對而言，溫和悲觀主義者雖然反對將集

體經濟的效率和土地資源等要素的產權制度明晰化或私有化直接掛鈎、甚至

反對單純的土地資源要素的私有化，承認農村集體經濟和土地的集體所有權

的誕生具有特定的歷史和鄉村文化傳統，但也不認為集體經濟可以擔負鄉村

產業振興和村民增收的主導作用或功能，更不承認蘇南和珠三角農村地區少

數成功的村集體經濟是其組織制度的優勢造成的，而傾向於認為這些地方的

成功案例只是某些特定地區和特定時期的特殊歷史、經濟、社會條件的產

物，不具有在中國農村普遍推廣的制度性價值。溫和悲觀主義者堅持認為農

村集體經濟在一個地方是否可行，關鍵在於城鄉要素、產品市場化程度、區

域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政府發揮的積極作用。他們對農村集體經濟的命運和

前途判斷相對開放靈活，認為需要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其他的社會企業或大戶

以及家庭農場經營之間形成良好的、競爭性的合作與共生關係，而不是簡單

的非此即彼、選擇集體經濟以拒絕其他經濟主體的排斥性關係。對於他們而

言，無論農村集體經濟還是鄉村產業振興的成功，並不能僅僅依靠政府的扶

持和集體經濟的制度性質，而是需要良好繁榮的城鄉經濟市場環境和政府對

於基礎設施的強有力供給能力。

對於農村集體經濟的重新重視和激活，自然是處於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

大背景之下因勢利導的重要政策舉措之一。如何正確地把握農村集體經濟的

過去、當下以及未來前景？我們的立場和態度是反對極端樂觀主義和極端悲

觀主義，而抱持相對中庸的政策態度，即在溫和樂觀主義與溫和悲觀主義

之間徘徊或處於某個位置上。反對極端樂觀主義是基於對過去「極左」時期過

度快速集體化所付出的歷史代價的理性反思和教訓之汲取，我們不應該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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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忘記過去極端集體化政策對於農村經濟社會所造成的傷害或破壞。而反對

極端悲觀主義或私有化則是基於中國特定的歷史路徑依賴以及當下農村土地

集體所有制性質的客觀現實。過去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成功經驗告訴我們，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性質本身並不是農村發展滯後的根本原因或障礙；

只要城鄉經濟發展特別是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農村集體經濟也一樣可以

獲得相應的進步，實現資源效率的改良，並發揮潛在的社會福利和再分配

功能。

三　關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作用的再認識

認識分歧4：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出台會顯著提升農村集體經濟的

跨越式發展，或者難以帶動鄉村振興。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基本內容都是對過去數十年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

實踐的一些成熟做法（包括制度實踐中所形成的許多共識）的一種再確認。當

然，以法律的形式確認無疑能夠增強這些制度實踐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對此， 

我們需要客觀正確地認識《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作用，但卻不能盲目誇大

該組織法的作用。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識別該組織法能夠發揮作

用的地方，例如：為保障和強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主體性創造條件、明確

並規範村集體經濟組織運作的各項基本制度是發揮作用的前提和基礎、明確

村集體經濟組織各項資源要素的權屬關係和經營方式（第五、六、四十一條）；

明確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及其權利（第十一至十四條）；明確村集體經

濟組織收入的分配辦法（第四十、四十二條），以及規定地方政府對支持村集

體經濟組織發展的責任（第九、十條）等。

該組織法能夠喚醒社會和農村集體乃至村民對於農村集體經濟資源和資

產的重視，以及「建立集體財產清查、保管、使用、處置、公開等制度，促進

集體財產保值增值」的意識和渴望（第四十三條）。其中最關鍵的還是兩點： 

一是有助於盤點清楚村集體經濟資源和資產的數量或規模，二是有助於釐清

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之間的權利和責任關係。例如，村集體資產不可分割

到個人是否意味着農村耕地或土地也不可能分割到個人？這顯然是關於集體

資產如土地的股權或土地實物資源是否不可分割的問題，事實上後者已經分

割到家庭農戶手中，儘管有些地區部分農民承包地又回歸村集體經濟組織或

轉包大戶統一經營。同時，該組織法進一步明晰了農村各個主體關於集體經濟

資源的權責關係，法律本身作為一種共同知識不僅降低了行為主體之間的信

息不對稱或模糊性，而且為可能的各種糾紛處置以及資源配置、流轉、交易

行為降低了交易費用cs。此外，該組織法可以為農村各個主體包括組織和成

員在集體經濟資源交易中產生的收益、風險以及糾紛等問題的談判、調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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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提供一個更加直接可行的司法解決途徑，並以此作為一種普遍認可的、

對相關行動者的權責關係保障機制。

當然，該組織法還為政府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並保障其權益提

供動力、壓力和約束力。法律的出台將會為政府制定扶持村集體經濟組織發

展的政策以及深化相關領域的改革提供法理依據和開展工作的動力。當然，

作為國家的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會督促政府落實和執行《農村集體經

濟組織法》，這也對各級政府深化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形成壓力。至於該組織法

賦予各個行動者的主體性權利和責任，顯然也會給政府和村集體經濟組織之

間的關係劃定了某些明確的邊界，這些自然也構成對政府過度介入或干預農

村集體經濟活動行為（包括侵佔資產）的約束力。

任何立法和政策的制定都是對現實問題有選擇性的回應，如何解讀農村

集體經濟組織主體性弱化、經營者激勵不足、基層監管不足、農產品同質化

競爭乃至缺乏品牌化等不同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解決各類問題的優先順序，

是我們理解政策或立法的政治過程的關鍵，也是探尋和思考《農村集體經濟 

組織法》立法背後政治經濟考量的邏輯。該組織法雖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強 

化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主體性和權力清單，乃至其成員村民所具有的權利範圍

（包括組織運轉的規則），但是它並不能改變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內在或本身的

激勵不足、各類集體經濟資源價值盤活的難度，以及農產品同質化競爭的低

效益困境。

其中，雖然該組織法明確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性質和法人主體地位，

但是考慮到現實情形還是由村委會書記兼任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而多數

集體經濟組織是由村委會工作人員運作，沒有或缺乏專業專職的工作人員，

這就勢必在客觀上造成組織的自主性非常有限，其弱化的主觀能動性難以得

到根本扭轉。同樣，雖然該組織法也規定了對有顯著貢獻的村集體經濟組織

的有關人員給予獎勵，但是在多數農村地區，集體經濟組織的收入非常有限， 

可以獎勵的水平也非常低，考慮到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和其經營人員的報

酬之間並不存在顯著的關聯性，要讓後者努力工作以及吸引更有能力的職業

經理人參與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運作，激勵都是不足的。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頒布雖然有助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土地

或耕地的連片集中經營，帶來一定程度的規模經濟效應，但是，客觀上全國

各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土地已經形成了大戶和村民或村莊之間的流轉

並實現了部分的規模化經營，甚至跨村連片經營。一旦每個村莊的集體經濟

組織都試圖控制本村成員土地的集中連片經營，反而會抑制不同村莊之間更

大範圍的連片經營，也會對已經形成的大戶轉包連片經營模式產生限制作

用。於是，未來將會面臨一個新的問題，即村集體經濟組織自主經營的耕地

和大戶轉包經營這兩種不同模式之間產生競爭，或者說哪一種經營方式更有

助於鄉村產業發展和農民的增收，這還需要歷史的檢驗和進一步的追蹤調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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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委會以及村黨組織的負責人三位一體、領導力

集於一身時，如何對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負責人的經營行為進行有效監管的難

題，客觀上並不會因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中所列舉的禁止和處罰行為而

改變。儘管該組織法第三十五條所列舉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和經營者

不得採取的行為多達十項，而且法律為保障農村集體經濟資產的安全而提供

禁止、限制及處罰等規定，但是信息不對稱和監管的高昂成本決定了農村集

體經濟管理中的機會主義和尋租控制難題並不能輕易地解決。此外，農產品

同質化競爭、缺乏品牌化和價值低的面貌難以在短期內改變，特別是村集體

經濟組織本身並不能對此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增強農業產業的競爭力和高質

量發展本身是一個系統工程。總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對於政府的責任

和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目標總體上還是比較粗糙模糊，還有待未來發展中不

斷地完善。

四　結語

本文重新評估和討論了農村集體經濟的三個認識誤區和四個認識分歧，

辯證地解析了這些認識誤區和分歧背後的根源及其問題的複雜性。應該說，

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治理機制及發展策略的有效性或前景，在很大程度上與

其性質或功能本身息息相關。也正是農村集體經濟的產權存在集體與個體關

係（在資源佔有／所有和支配決策方面）的模糊性，弱化了村幹部或相關經營主

體在經營時的主體性和積極性。同樣，激勵不足會威脅到村集體經濟組織有

效發揮功能和作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農村集體經濟在一些發達地區或

城鄉接合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並與其他農業區域的農村集體經濟發生

了分化。這表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處的區位和市場競爭優勢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彌補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模糊的缺陷。

此外，各種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積極／有利因素與抑制農村集體經濟發展

的消極／不利因素，都需要辨證統一地認識和對比分析。毫無疑問，我們對於

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不應該盲目樂觀，但也不應過份悲觀，我們需要利用辯證

法的方法重新審視農村集體經濟的性質、現狀以及未來的發展前景。

當然，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和實施無疑也會在資源投入、市場環境和政

策支持等方面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這將推動整個社會

關於農村集體經濟的價值偏好／觀念更多地從光譜的相對悲觀主義位置向相對

樂觀主義的方向移動和轉變。儘管政府、專家學者和公眾對農村集體經濟發

展的未來趨勢的認識和判斷難免會存在較大的分歧或爭議，但是隨着《農村集

體經濟組織法》的正式實施，如何總結一些發達地方的成功經驗，以更加規

範、有效地促進農村集體經濟在各地區的試驗和發展，值得學術界的持續關

注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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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從方法論來看，我們可以按照皮亞杰的結構主義分析的若干核心標準（如認識

論中的互反性，特別是主體間關係及其功能與歷史的動態性等），來理解集體經

濟（產權）、國有經濟（產權）以及民營經濟的制度分析範式或產權理論之間存在的

某種可以類比的視角或異同點。參見皮亞杰（Jean Piaget）著，倪連生、王琳譯：

《結構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但是，這一問題相對複雜，需要另文單

獨專門討論。特別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團反覆向筆者提及集體經濟在國

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應該被忽視，儘管如何認識和理解這一點及相關的

各種爭議還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2	 楊郁、劉彤：〈國家權力的再嵌入：鄉村振興背景下村莊共同體再建的一種

嘗試〉，《社會科學研究》，2018年第5期，頁61-66；尤琳、王海濤：〈厚植村莊

共同體：對差序治理的邏輯考量與回應〉，《中國農村研究》，2020年第2期，頁

244-60；王春光：〈鄉村建設與全面小康社會的實踐邏輯〉，《中國社會科學》，

2020年第10期，頁26-47。

3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2024年6月28日通過），中國

政府網，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6/content_6960131.htm，下引不再

另註。該組織法規定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存在或包括鄉鎮級農村集體經濟組

織、村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組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等三種類型。本文如無特別

說明，一般僅僅涉及到村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4	 葉呈嫣、鄭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以戶行權」的規範成因與理性回

歸〉，《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6期，頁147-58。

5	 「無償性」是指農民在19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期分別兩次從農村集體經濟

組織獲得的土地承包權資格，僅僅依據其組織成員身份無償獲得，而無需支付任

何代價。

6	 高聖平：〈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特別法人地位〉，《中國法律評論》，2025年

第2期，頁62-76。

7	 理論上說，量化到戶或人的股份僅僅是指村民戶或個人所擁有的集體資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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